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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
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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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测度各省农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使用扩展的 STIRPAT 模型和

200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

果表明，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农业碳减排，并且绿色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是

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高和数字基础设施发

达的省份，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果更加显著。面板门槛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对农业碳

排放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农业数字化水平达到一定阈值

后，其碳减排效应才会充分显现。最后，研究还发现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具有显著的

空间溢出性，并且位置相邻和地理距离相近的地区间更容易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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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①引起的气候变暖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

业，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全球由于农业和林业活动以及土地利用变化而产生的碳排放

约占总排放量的 17%，如果考虑农业食品链直接和间接用能产生的排放，该比例将会进一步上升至

21%~37%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农业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约占全国总排放的 11%[1]，

并且由于农业碳排放属于基础性、生存性排放，其减排必须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为前提[2]，这对中国农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满足日益增长的粮

食和农产品需求的同时，大幅减少农业碳排放，成为新时代中国农业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命题[3]。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遥感监测、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

透，数字化转型成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4⁃5]。相比实物要素，数字技

术更具“清洁性”，其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也为推动农业降碳减排、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了新思

路[6⁃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发达国家农业碳减排的一大共同点就是普遍重

视利用数字技术手段[8]。中国自 2015年开始规划数字农业实施方案，提出“未来 5~10年内，初步完

成农业数据化改造”，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以推动数字农业转型发展。2022年出台的《“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重申“到 2025年，农业数字化转型快速推进”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在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推进绿色发展”。这意味着，通过数字化技术推进农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已然上升为一项国

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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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碳排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总称，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农业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

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本文中的碳排放即温室气体排放。

②    参见波士顿咨询公司与极飞科技 2022年 7月联合发布的《通往农业碳中和之路——科技如何助力农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

净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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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数字化究竟能否成为实现农业“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已有文献中关于数字化对碳排放

影响的研究多聚焦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针对农业数字化碳减排效应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零星的

研究主要基于案例分析或理论上的研判。Balogun等对非洲地区农业数字化实践的调查表明，将数

字化引入农业可以减少碳排放，同时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提供食物[9]。张柏杨等结合成都某农业

公司的案例发现，利用数字技术每年可直接减少约 3166吨二氧化碳排放[10]。黄晓慧等指出，数字化

可以通过传播教育功能、关系纽带功能、信息匹配功能和金融杠杆功能提升农户资本禀赋，进而驱动

农业绿色低碳转型[11]。最近几年，随着数据可获性的改善，有关农业数字化碳减排效应的实证研究逐

渐增多。大部分文献都表明，数字化显著减少了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12⁃14]，并且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同

样具有显著抑制作用[15⁃16]。但也有文献发现，数字化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产业和地区异质性[17]。

既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深刻洞见，但也应该看到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其一，尽管已经有文献开始关注农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碳减排效应，并对其背后的机制展开初步探

索，但这些机制大都乏善可陈。解决碳排放等环境污染问题本质上依赖于技术创新，尤其是具有绿

色偏向特征的技术创新。因此，有必要对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促进农业碳减排中的作用机制进行

检视。其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线性视角讨论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忽视了二者在数字技术

的“梅特卡夫法则”作用下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的可能。同时，已有研究普遍采用经典计量模型，也

忽视了由于数字技术的广覆盖性、强渗透性和空间辐射功能而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三，已

有研究主要基于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构造各类数字经济指数对农业数字化水平进行间接测度，其

内在逻辑是较高的农业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一定对应着较高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而忽略了农业

对相关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18]。

鉴于此，本文将农业数字化、绿色技术创新和碳排放纳入同一框架，实证考察数字化对农业碳排

放的影响，并检验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一是基于Ghosh投

入产出模型，通过计算农业部门对数字经济要素的直接依赖程度来度量农业数字化水平，不仅为严

谨评估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提供了保障，也为该方面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二是从

绿色技术创新视角，揭示农业数字化促进碳减排的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数字经济与碳排

放关系的理论认识，并丰富了相关的经验证据；三是基于扩展的STIRPAT方程，从直接影响、门槛特

征以及空间溢出性等多个角度对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进行检验，拓展了已有文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农业数字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机制

农业数字化就是把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改造和提升的过程[19]。作为一种赋能技术，数字技术可

以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对农业碳排放产生影响，如图 1所示。就直接影响而言，一是提升生产要素使

用效率。数字技术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提升生产要素效能，在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农业活动对环境

的压力，推动单位农业产出的碳排放强度不断

降低。二是减少“碳源”生产要素投入。一方

面，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技术，通过收集和分析

大量的农业数据，可以为农民提供科学的种植

方案和决策支持，帮助农民选择适宜的作物品

种和种植模式，制定最佳的农业生产计划，减少

因盲目生产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碳排放增加。另

一方面，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遥感监测等技

术，能够实现对农业生产要素的精准测量和农业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测及精细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农

业能源投入和农用物资消耗导致的碳排放。三是加强碳汇管理。数字技术在农业减排固碳监测领

图 1 数字化促进农业碳减排路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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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加强农业生产中的碳足迹管理，精确测量和评估森林、草地、农田等生态系

统中的碳储量和碳汇能力，为制定针对性的碳汇管理策略提供数据支持。

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工具。一方

面，绿色技术的广泛使用可以助力农户进行无污染生产、清洁生产，同时促进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

用，从生产端减少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排放的源头防控。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能够

为二氧化碳的捕集、运输、封存和综合利用提供技术支撑，从而有效降低脱碳成本，从环境治理端助

力农业碳减排。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创新驱动型经济，在整合创新资源、打通创新堵点上具有明显优

势，能够通过促进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助力农业低碳转型。首先，数字技术的嵌入能够打破农业绿色

技术创新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推动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互通共享，从而提高农业绿色技术创新

效率。其次，数字技术具备的开放性、共享性、平台性等特征，为跨部门协同创新创造了条件，有利于

各类创新主体通过高水平合作来推动农业绿色技术创新。最后，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打破了信息流

动的壁垒，可以帮助创新主体及时捕捉市场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状态，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创

新活动，提高创新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

H2：数字化通过促进农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减少碳排放。

2.农业数字化对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受梅特卡夫法则支配，数字经济对农业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

点[20]。对于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也不例外。在数字农业发展的初期，由于数字技术与劳动、土地、资本

等传统要素尚未实现深度融合，农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其减排效果也不甚明显。随着农业数字

化转型的深入，数字技术逐渐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数字技术不再是单独运作，而是与其他

互补性要素不断组合迭代，从而不仅可以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革新促使碳排放减少，而且还能通过

改善农业资源管理和决策制定，从污染源头和末端减少碳排放。当农业数字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到一

个新的水平，比如大多数农户都加入到数字化农业网络中，智能农机具、智能灌溉系统、遥感监测等

数字技术已被广泛应用，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壁垒被完全打破，此时在梅特卡夫法则的作用

下，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将呈指数级变化，其带来的节能减排效果也会更加显著。这意味着，

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很可能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数字化水平低于该门槛值

时，其减排效应较小甚至不明显；只有在数字化水平超过特定门槛值后，才能真正有效发挥其节能减

排效应，出现显著的碳排放减少现象。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数字化水平达到某一临界点或门槛值后，

才会产生显著的碳减排效应。

3.农业数字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所谓空间溢出效应是指某项经济活动对周边地区产生的间接影响。农

业数字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数字化的发展打破了地理距离对经

济活动的空间约束，提高了区域间的互联互通水平，在促进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

优化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会对各地区的农业生产布局和技术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地

区农业碳排放。二是作为一种通用型技术，数字技术具有覆盖面广、渗透性强、可复制性等优势[21]，从

而可以通过较为宽广的信息传播渠道实现更强的技术、知识扩散效应，促使农业绿色技术在更大范

围内推广和应用，示范带动周边地区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提高能效和减排效果。三是数字农业发展

能够通过供应链整合、市场一体化等形式，促使其他地区也加快数字化转型，进而推动整体农业生产

的低碳发展。四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地区之间可以实现碳排放数据的共享和协同管理，从而更好地

开展碳联合治理，共同提升碳生产率，降低整体碳排放强度。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4：数字化不仅能够降低本地区农业碳排放水平，而且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农

业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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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在环境影响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分析上，Dietz等提出的人口、富裕和技术的随机回归影

响模型（STIRPAT）[22]由于具有充分的生态学依据，且易于进行扩展而得到广泛应用。为检验农业数

字化的碳减排效应，本文将数字技术从技术进步中分离出来，构造拓展的STIRPAT模型：
lnIit = α0 + α1 lnPit + α2 lnAit + α3 lnTit + βDigitalit + δX it + λi + γt + εit （1）

式（1）中，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I表示环境压力，即农业碳排放量；P、A、T分别表示人

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Digital表示农业数字化水平，为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X为其他控

制变量；λi和γt分别为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α、β、δ是待估计参数向量；εit是随机误差项。

在此基础上，为检验数字化促进农业碳减排的作用机制，遵循江艇[23]的研究建议，构建如下回归

模型：
Mit = α0 + ϕDigitalit + κZ it + λi + γt + εit （2）

式（2）中，Mit为机制变量，ϕ为农业数字化对机制变量的影响系数；Z为包括STIRPAT模型基础

变量在内的所有控制变量，κ为各控制变量的待估计系数。根据江艇[23]的研究，传统的三步法中介效

应检验模型存在难以规避的缺陷，而如果机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比较直观，直

接考察政策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即可以视为达到了检验作用渠道的目的。

接着考虑到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能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在式（1）基础

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

lnIit = α0 + β1 Digital × I ( thr ≤ ω )+ β2 Digital × I ( thr > ω )+ κZ it + λi + γt + εit （3）
式（3）中，thr为门槛变量，本文中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均为农业数字化水平Digital；ω为门

槛值，由模型内生决定。式（3）为单门槛情形，可以根据门槛个数的检验结果扩充至多门槛情形。

最后考虑到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作用还会受到空间效应影响，而这种空间效应可能来自碳排

放，也可能来自农业数字化以及两者的误差项，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①进行检验：
lnIit = α0 + βDigitalit + κZ it + ρW × lnIit + θ1W × Digitalit + θ2W ×Z it + λi + γt + εit （4）

式（4）中，W为 n × 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为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使用Rook空间邻

接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进行检验；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θ1 和 θ2 分别为

农业数字化和控制变量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本文采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式（4）进行

参数估计，相较于文献中普遍使用的极大似然法估计，该方法在处理模型内生性及异方差问题上更

具优势[25]。

2.变量测度

（1）农业碳排放量，采用目前广泛使用的 IPCC排放系数法进行测算。参考李波等[26]、田云等[27]、

吴贤荣等[28]文献并兼顾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从以下 3个方面确定碳源因子及其所对应的碳排放系数

（见表 1）：一是水稻生长过程中的甲烷排放和农地翻耕导致有机碳库被破坏而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

二是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资使用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农业灌溉消耗电力、农业机械燃烧化石能

源（主要是农用柴油）所造成的间接碳排放；三是猪、羊、牛三大主要牲畜养殖过程中因肠道发酵与粪

便管理诱发的甲烷与氧化亚氮排放。依照上述确定的农业碳排放清单列表，将每一种碳源活动数据

和所对应的碳排放系数相乘，得到农业碳排放量估算值。具体计算公式为：

C =∑Ec × ηc （5）
式（5）中，C表示农业碳排放总量，Ec表示各类碳源的具体活动数据，ηc为各类碳源所对应的碳排

放系数。

①    根据LeSage等［24］的研究，作为空间计量模型的标准起点，空间杜宾模型不仅是研究空间溢出的有效工具，而且即便数据生成过

程是其他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嵌套空间模型除外），选择空间杜宾模型也不会得到有偏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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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数字化，用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农业总增加值比重表示。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从增加值核算的角度，产业数字化属于经济学中的“远距离”作用影响，并不形

成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29]，不宜直接纳入数字经济规模[18]。因此，本文主要从数字产业化角度对农业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进行核算，即实际上测度的是农业增加值中依赖于数字产品和服务投入得到的

部分。借鉴许宪春等[30]的做法，本文首先根据各省级地区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和国家统计局界定的数

字经济行业分类，并引入数字经济调整系数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进行剥离和归并，得到包含数字经

济的五部门简化投入产出表，其中数字经济调整系数等于数字经济子行业营业收入与其所属父行业

营业收入之比；然后根据编制的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和各行业的增加值率①，估算农业增加值中依赖

于数字投入的部分，即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最后将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作为农

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测度。

（3）农业绿色技术创新，用农业绿色专利申请量衡量，包括绿色发明和绿色实用新型两类。根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绿色技术专利分类体系》，本文从中国专利数据库中手工收集和整理了各省

每年的农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农业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将两者加总得到农业绿色专利申

请量。在回归分析时，为消除规模效应，统一使用常住人口换算为人均指标。另外，考虑到专利申请

数量为 0值的样本较多以及为了排除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将换算后的人均专利指标加 1取自

然对数后再放入回归模型。

（4）控制变量。基于STIRPAT模型框架，同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31⁃32]，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

量。①人口规模，用年末常住总人口表示，取自然对数。②富裕程度，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平方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EKC）表示，取自然对数。③技术水平，用基于全局DEA⁃Malmquist指数模型

测算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衡量②，其中产出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投入包括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农用

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④农业经济结构，用种植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比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重反映。⑤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表示。⑥财政支农力度，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表示。⑦农业

对外开放，用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比衡量。⑧农业生产集聚，用各省农作物播

种面积占全国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比重表示。

3.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5-2022年中国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鉴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此次未选择港

澳台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选择这一样本区间既是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也是因

①    行业增加值率是指行业增加值与总产出（即总投入）的比率。

②    由于基于全局DEA⁃Malmquist指数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为相对值，为了克服动态指标无法直接进行回归和在 0附近变化不显

著而造成的计量不显著问题，本文以2005年为基期将其转换为累积形式，并经对数化处理后再放入回归模型。

表1　农业碳排放指标体系

碳源

水稻生长

农地翻耕

化肥

农药

农膜

农业灌溉

农用柴油

猪

牛

羊

活动数据

稻谷播种面积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农用化肥施用量

农药使用量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耕地灌溉面积

农用柴油使用量

生猪年末存栏量

牛年末存栏量

羊年末存栏量

碳排放系数

3.136 g CE/(m2·天)
312.600 kg CE/km2

0.896 kg CE/kg
4.934 kg CE/kg
5.180 kg CE/kg

266.480 kg CE/hm2

0.593 kg CE/kg
34.091 kg CE/(头·年)

415.910 kg CE/(头·年)
35.182 kg CE/(头·年)

来源

吴贤荣等[28]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

田云等[27]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注：水稻生长周期取其中位值1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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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来，我国农业数字化进入加快赶超阶

段，对该时段数据进行分析更具有代表性。各指标数据来源如下：测算农业碳排放的基础数据来自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根据地区投入产出表核算得到，其

中非编表年份的投入产出表使用何志强等[33]提出的改进广义RAS平衡法产生；农业绿色专利申请量

通过中国专利数据库手工搜集和整理获得；农产品进出口总额来自《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产品进

出口统计月报（12月）》；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来自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其他指标均来自国家统计

局数据库。表2报告了本文所使用变量的定义、测算方法和描述性统计信息。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表 3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仅放入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数字化，其估计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初步证实了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一定的削减效应。列（2）在列（1）的基础

上控制了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等STIRPAT模型基础变量，列（3）进一步加入其他控制变

量，列（4）则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即进行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所有回归结果均稳健地显示，数

字化显著促进了农业碳减排。根据列（4）完整模型的估计，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农业数字

经济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提高 1个百分点，农业碳排放量相应下降 4.67%①。从经济意义上来

看，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每增加 1个标准差，将使农业碳排放量下降2.44%个标准差②，说明这一

结果同时具有较强的经济显著性。这初步验证了前文的假说。

从列（4）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富裕程度的一次项系数不显著为正，而平方项系数在 1%水平

上显著为负，说明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EKC关系较为脆弱。技术水平、种植业产值比重、农

业对外开放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这些因素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农业碳排放；而粮食作

物种植比例、城镇化率、财政支农力度和农业生产集聚的系数分别至少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

着这些因素的增加将会导致农业碳排放水平升高。

2.工具变量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数字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

①    在半对数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乘以 100后即为解释变量变动 1单位所导致的被解释变量变动的百分比。因本文中农业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介于0~1之间，其系数可以直接解释为解释变量变化1个百分点所导致的被解释变量百分比的变化。

②    经济显著性的计算方法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解释变量标准差）/被解释变量标准差。

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农业碳排放

农业数字化

农业绿色技术创新

人口规模

富裕程度

技术水平

农业经济结构

城镇化率

财政支农力度

农业对外开放

农业生产集聚

变量定义或测量

利用 IPCC排放系数法测算得到，取自然对数

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农业总增加值

每万人农业绿色专利申请量，加1取自然对数

每万人农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加1取自然对数

每万人农业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加1取自然对数

年末常住人口，取自然对数

2005年不变价人均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增长率，取自然对数

种植业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城镇常住人口/年末常住人口

农林水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各省农作物播种面积/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均值

6.459
0.006
0.033
0.030
0.003
8.110
1.053
0.181
0.521
0.653
0.554
0.106
0.331
0.032

标准差

1.039
0.005
0.037
0.035
0.004
0.850
0.609
0.264
0.086
0.135
0.147
0.037
1.029
0.023

39



（总178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产量，导致更多的土地利用和农业扩张，进而增

加碳排放。因此，那些碳排放量大的地区，可能

本身数字化水平也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

此进行处理。借鉴黄群慧等[34]的思路，本文选取

各省 1984年固定电话用户普及率（每百人固定电

话用户数）作为农业数字化的工具变量。中国数

字技术的发展始于固定电话的普及，因此，历史

上固定电话用户普及率高的地区极有可能数字

农业发展也较早，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前提。

但随着通信技术的更新换代，传统固定电话已基

本退出历史舞台，其对于当前经济活动的影响正

在消失，故在控制了时间效应后，该工具变量将

同时满足排他性要求。由于各省 1984年固定电

话用户普及率为截面数据，无法直接用于面板模

型估计，本文将其与上一年农业数字化水平（与

时间有关）进行交互以生成面板工具变量。表 4
列（1）报告了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处理内生性后，农业数字化依旧在 1% 水平上表

现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这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

健性。表 4中列（2）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

变量在 1% 水平上正向显著，且一阶段 F 统计量

远大于经验临界值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此外，异方差稳健的 DWH 检验在 5% 的水

平上拒绝农业数字化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说明

应该使用面板2SLS进行一致性估计。

传统工具变量估计要求必须满足排除性约

束条件，但由于数据的限制往往很难找到严格外

生的工具变量。为稳健起见，引入Lewbel[35]提出

的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作为补充检验。该方法基于基准回归方程的残差所存在的较高

异方差构造包括部分控制变量的工具变量，当传统工具变量无法完全满足假设时，可作为敏感性分

析来使用。回归结果如表 4列（3）和列（4）所示，其中列（3）为仅使用Lewbel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列

（4）为同时使用Lewbel工具变量和 1984年固定电话用户普及率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对残差异方

差性进行的Breusch-Pagan检验拒绝同方差原假设，说明残差满足构造工具变量的异方差条件；过

度识别Hansen J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验证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数字化的估计

系数在两组回归中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使用Lewbel异方差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后，

数字化依旧显著促进了农业碳减排，本研究结论稳健。

3.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使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估计。

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并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对该动态面板模型

进行估计。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为单位农业产值的碳排放强度（取自然对数），以剔除农业生产规模

对碳排放的影响。三是构造数字经济指数衡量农业数字化水平。参考慕娟等[36]的研究，本文选取农

村互联网宽带普及率、农村电脑普及率、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农村投递线路密度、农业气象观测业

务站点个数、淘宝村个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7个指标，构建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N=558
解释变量

农业数字化

人口规模

富裕程度

富裕程度平方

技术水平

种植业产值

比重

粮食作物种植

比例

城镇化率

财政支农力度

农业对外开放

农业生产集聚

截距项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1）
-5.586*

(2.878)

6.495***

(0.018)

是

否

0.021

（2）
-5.316***

(1.877)
0.563***

(0.126)
0.220***

(0.033)
-0.098***

(0.018)
-0.017
(0.034)

10.973***

(1.021)

是

否

0.256

（3）
-3.076***

(1.154)
0.049

(0.100)
0.033

(0.055)
-0.058***

(0.015)
-0.164***

(0.037)
-0.567***

(0.149)
0.572***

(0.141)
1.021***

(0.136)
0.236

(0.248)
-0.063***

(0.011)
21.453***

(2.341)
5.619***

(0.917)

是

否

0.557

（4）
-4.669***

(1.180)
0.029

(0.116)
0.098

(0.079)
-0.054***

(0.014)
-0.120***

(0.044)
-0.696***

(0.156)
0.680***

(0.139)
1.188***

(0.312)
0.524*

(0.309)
-0.052***

(0.011)
22.099***

(2.434)
4.758***

(1.063)

是

是

0.58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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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法赋权合成农业数字经济指数。四是考虑到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快，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

影响可能存在滞后，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回归。五是剔除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初新

冠疫情暴发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为避免期间数据的异常变动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剔除 2020
年及以后的样本观测值。从表 5可以发现，在尝试各种稳健性检验之后，数字化依旧显著地促进了农

业碳减排。

4.影响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指出，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促进农业碳减排中起到重要中介作用。为识别上述作用

机制，遵循江艇[23]的研究建议，本文将数字化直接对农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

其中，列（1）~（3）为线性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4）~（6）为固定效应泊松模型的回归结果。可

以看到，在列（1）和列（4）以绿色创新总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数字化的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能一般性地促进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初步验证本文的假说 2。进一步地，根据

创新质量的不同，技术创新可以区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本文将绿色发明专利视为实质性

创新，而将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视为策略性创新。观察列（2）、（5）和列（3）、（6）的回归结果发现，细分

绿色技术创新类别后，数字化仅能显著促进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而对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无显著

作用。这表明，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传导，而策略性绿色技术

创新并不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5.异质性讨论

（1）区域异质性。信息技术领域普遍存在着“数字鸿沟”现象[37⁃38]。就国内数字农业发展而言，样

本期间东部地区农业数字化水平整体比中西部地区高出约 5个百分点。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这种

“数字鸿沟”，可能导致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相应呈现出区域异质性。为检验这一点，本文按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N=527

变量

农业数字化

IV：1984年固定电话用户普及率

控制变量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一阶段F统计量

DWH检验

Breusch-pagan检验

Hansen J检验

R2

（1）
2SLS第二阶段

-6.217***(1.620)

是

是

p⁃val=0.035

0.612

（2）
2SLS第一阶段

0.691***(0.060)
是

是

134.030

（3）
Lewbel-IV

-6.102***(1.614)

是

是

6.973

p⁃al=0.000
p⁃val=0.982

0.613

（4）
标准 IV+Lewbel-IV

-6.038***(1.402)

是

是

34.902

p⁃val=0.000
p⁃val=0.987

0.613
注：控制变量包括表3中的所有控制变量，限于篇幅未报告回归系数。下表同。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农业数字化

农业数字经济指数

滞后1期农业数字化

控制变量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AR(2)检验

Hansen J 检验

R2

N

（1）
-7.975**(3.695)

控制

控制

p-val=0.389
p-val=0.657

527

（2）
-6.808***(1.211)

控制

控制

0.501
558

（3）

-0.455***(0.118)

控制

控制

0.577
372

（4）

-4.160***

(1.148)
控制

控制

0.574
527

（5）
-3.677***(1.420)

控制

控制

0.523
465

注：由于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指标统计基本出现在2011年后，列（3）回归样本区间为2011-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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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地理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子区域，然后引入数字化与区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①进

行组间异质性检验[39]。从表 7列（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东部省份的农业碳排放

水平，但对中西部省份的影响不显著，证实了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也表明数字

农业的非均衡发展会反过来扩大区域间的农业碳排放差距，从而不利于整体减排。

（2）人力资本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民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和应用能力[40]。

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由于农民的数字意识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都相对较弱，难以充分挖掘和利

用数字技术在精准生产、智慧管理等方面的优

势，进而影响到农业数字化碳减排效应的发挥。

本文以各省农村人口加权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

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将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 6
年的划为低人力资本地区，超过 6年的划为高人

力资本地区。表 7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高

人力资本地区，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当地农业碳减

排；而对于低人力资本地区，该影响不显著，说明

人力资本确实是影响农业数字化碳减排效果的

一个重要因素，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放

大数字化的碳减排作用。

（3）数字基础设施异质性。宽带网络等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是实施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

件[41]。为检验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在不

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

文以各省每平方公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作为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衡量指标，并按其中位数

将样本划分为高数字基建水平地区和低数字基

建水平地区。观察表 7列（3）的回归结果发现，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果在高数字基建水平地区更为

显著，这表明农业数字化碳减排效应的发挥还有赖于当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当数字基础设施更为

完善时，将更有利于发挥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负向抑制作用。

四、扩展性分析

1.门槛效应检验

在门槛回归前，使用Bootstrap法反复抽样 500次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及门槛个数进行检验。结

①    由于样本量较小，直接划分子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将会损失自由度，故采用虚拟变量区分不同区域。具体做法是：当省份位于东

部时赋值为1，其他省份统一赋值为0；中西部按此赋值方法进行。对于不同人力资本地区、不同数字基建水平地区，均按此方法

进行赋值。

表6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N=558

变量

农业数字化

控制变量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R2

线性固定效应模型

（1）创新总量

0.745***

(0.269)
是

是

0.097

（2）实质性创新

0.711***

(0.266)
是

是

0.089

（3）策略性创新

0.040
(0.033)

是

是

0.163

固定效应泊松模型

（4）创新总量

20.710***

(6.821)
是

是

0.114

（5）实质性创新

20.383***

(7.142)
是

是

0.117

（6）策略性创新

-8.496
(12.758)

是

是

0.086
注：列（1）~（3）中被解释变量为各类专利申请量加1的对数值；列（4）~（6）中被解释变量为各类专利申请量的原始值。

表7　异质性检验结果 N=558
变量

农业数字化×东部地区

农业数字化×中西部地区

农业数字化×低人力资本

地区

农业数字化×高人力资本

地区

农业数字化×低数字基建

水平地区

农业数字化×高数字基建

水平地区

控制变量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R2

（1）
-6.585***

(1.366)
-0.125
(2.117)

是

是

0.590

（2）

-1.074
(5.975)

-4.776***

(1.185)

是

是

0.585

（3）

-0.666
(1.957)

-5.075***

(1.171)
是

是

0.589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其余省份划为中

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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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农业数字化门槛变量显著通过了双门槛检验，而未通过三重门槛检验，故选择双门槛模型进

行分析。从表 8报告的双重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当数字化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

0.007 时，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为正且不

显著；当数字化水平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数

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转为负值，但仍不显

著；当数字化水平跨过第二个门槛值 0.015后，数

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负向影响开始变得显著，且

影响系数绝对值有所增加。这验证了数字化对

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说明数字技术的梅特卡夫法则在农业碳排放领

域同样成立。进一步考察发现，截至 2022年，已有北京、天津、山西、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山东、湖北、广东、海南、四川等 14个省份越过第一个门槛值，但只有北京和上海跨过第二个门槛

值。这意味着，当前绝大部分省份正处于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由不显著向显著转变的关键阶

段。另外对比各省跨越第一个门槛值的时间发现，该时间节点基本都在 2015年后，这与中国数字农

业的发展实际相吻合。2015 年以来，在一系列政府政策推动下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上升较

快[18]，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也随之加速释放[40]。

2.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采用Moran指数检验研究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表 9报告了

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计算的农业数字化和农业碳排放各年度全局Moran指数及其双侧检验Z统计

量。结果显示，2005-2022年农业碳排放的Moran指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样本期间中国

农业碳排放水平存在负向空间自相关，即表现为高值与低值相邻。农业数字化的Moran指数在不同

年份有正有负，说明过去 10多年里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呈现出集聚与分散并存的空间特征。但注意

到，自 2017年以来农业数字化的Moran指数由负值转为正值，且逐渐增大、显著性不断提高，表明到

后期阶段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的空间集聚性开始有所加强。因此，有必要从空间维度进一步探究二

者的关系。

在存在空间相关性的情况下，本文进一步采用 Wald检验、Hausman检验和 LR检验确定空间计

量模型的具体估计形式。结果发现，时空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为最优选择。表 10为面板空

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采用何种空间权重矩阵，空间自回归系数 ρ始终在 1%水平

上显著为负，说明中国省际农业碳排放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向空间依赖性。由于空间计量模型中解

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直接代表其边际影响，本文进行偏微分分解得到农业数字化的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在所有回归中农业数字化的直接效应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

著为负，这与非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而间接效应的系数仅在空间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

表8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N=558

变量

农业数字化

控制变量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R2

≤0.007

5.208
(4.225)

是

是

0.634

(0.007,0.015]

-1.081
(3.141)

>0.015

-4.608**

(1.712)

注：门槛值由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次计算得到。

表9　农业数字化与碳排放空间Moran指数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农业碳排放

Moran’s I

-0.054***

-0.056***

-0.054***

-0.057***

-0.059***

-0.058***

-0.057***

-0.056***

-0.056***

Z值

2.632
2.709
2.650
2.729
2.786
2.767
2.748
2.712
2.715

农业数字化

Moran’s I

-0.008
-0.006
-0.003*

-0.001*

0.010**

-0.007
-0.006
-0.003
-0.002

Z值

1.065
1.521
1.758
1.832
2.005
0.830
0.872
0.982
1.044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农业碳排放

Moran’s I

-0.055***

-0.056***

-0.056***

-0.057***

-0.059***

-0.058***

-0.059***

-0.055***

-0.064***

Z值

2.680
2.717
2.712
2.767
2.847
2.849
2.860
2.746
2.993

农业数字化

Moran’s I

0.025*

-0.035
-0.003
0.026*

0.038**

0.059***

0.063***

0.065***

0.070***

Z值

1.930
-0.040

0.936
1.821
2.193
2.880
3.073
3.176
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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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下显著为负，而在经济距离矩阵下不显著。这一方面证实了数字化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区农业碳

减排，而且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降低邻近地区

的农业碳排放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数字化的

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特征，即

位置相邻和地理距离相近的地区间更容易发生

溢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前

进方向与制高点，也是农业提质增效和实现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使用农业数字

经济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测度农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基于扩展的 STIRPAT 模型和 2005-
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对农业碳

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该

影响的门槛特征和空间溢出性，得出结论如下：

（1）农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

应，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和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2）机制检验发现，农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化促进农业碳减排的一个重要机制，并且主要是实

质性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3）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人力资本异质性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异质

性，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和数字基础设施较发达的省份，其减排效应更为显著。

（4）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当前只有个别省份越

过第二个门槛值，绝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由不显著向显著转变的阶段。

（5）数字化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区农业碳减排，而且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降低周边地区尤其

是位置相邻和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农业碳排放，从而有助于形成地区间协调推进的农业碳减排

格局。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快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加强农村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农田水利、电力、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42]。建立农业数字技术培

训体系，针对边远地区、老年农民开展数字技能普及，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二是

加强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尤其是高质量的实质性创新，促进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持续加大

对新型农业绿色技术创新资源的投入，鼓励科研院所围绕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技术含量高的农业

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整合各类农业资源数据，构建农业生态大数据平台，为农业绿色

技术创新提供决策依据和服务支持。三是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农业数字化转型策略。对于东部

地区，应拓宽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运用场景，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和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为更好地

释放数字技术减碳潜力提供条件；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应紧抓“东数西算”“东数西存”等战略机遇，大

力推进并完善宽带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尽快融入数字时代。四是加强区域空间重塑，充分发

挥数字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位置相邻和地理距离相近的地区，应克服本位主义，扎实推进数字

跨区域协作，共建数字农业服务体系，以充分释放数字化促进农业碳减排的空间贡献能力，形成地区

间协调推进的碳减排格局。而对地理位置相距较远的地区，可通过重新配置要素资源、调整区域空

间组合等空间重塑方式，改善与数字农业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以充分利用数字化的溢出效

应与辐射效应，助力农业碳减排。

表10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N=558

变量

农业数字化

W×农业数字化

ρ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控制变量及其空间项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R2

（1）
空间邻接

-4.667***

(1.004)

-9.022***

(2.285)

-0.371***

(0.073)

-4.116***

(1.046)

-5.694***

(1.882)
控制

控制

0.241

（2）
地理距离

-4.050***

(1.086)

-10.297
(8.384)

-1.819***

(0.220)

-5.015***

(1.138)

-7.230**

(3.280)
控制

控制

0.614

（3）
经济距离

-4.636***

(1.070)

-0.425
(1.849)

-0.271***

(0.055)

-4.702***

(1.102)

0.722
(1.604)
控制

控制

0.503
注：限于篇幅，各控制变量及其空间项系数的估计结果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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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Digitiz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SHI Changl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ach 
province，this paper uses the extended STIRPAT model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2022 
to test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digitization and its action mechanism. It 
was found that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with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particularly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serving as a key mecha⁃
nism.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carbon reduc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are 
more pronounced in eastern regions，provinces with high levels of human capital，and those with ad⁃
vanced digital infrastructure.The results from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indicate a double-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the level of digitalization：only when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surpasses certain 
threshold levels does its carbon reduction effect fully manifest.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digitization exhibit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which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between geographically proximate or adjacent region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carbon emiss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resh⁃
old effec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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